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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

梳理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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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和突出，如何驱动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已成为学

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设计/方法】 首先从五个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理

论基础进行梳理，然后对不同企业生态创新类型以及不同企业生态创新阶段的驱动因子的相关研究进

行综述，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与展望。 【结论/发现】 明确了不同驱动因子所对应的企

业生态创新类型以及生态创新阶段，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化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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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worsening and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 to driv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hot issue for scholars. [Design/Methodology] Firs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ecological  innovation  is  combed  from  five  different
disciplines  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n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types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are summarized. Finally, A
brief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Findings/Conclusion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ypes of enterprise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tages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and  proposes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ec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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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过于片面地追求单维商品财富增长

在客观上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资源枯竭等

严重的环境问题，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及多种环境问题的

涌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已逐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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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sler和James[1]在其著作《推动生态创新：为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的突破体系》中首次提出生态创新的

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给客户带来具有商业价

值的新产品和新工艺，而且大大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OECD将生态创新概念更具体地界定为：

“新的或显著改善的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

营销手段、组织和制度安排等行为，与其他替代方

案相比，这些行为能够使环境得到改善，不管有意

还是无意[2]。”尽管对生态创新的定义存在不同的

意见，但其本质是可以降低环境影响的技术、组

织、社会或制度创新。相比于传统的技术创新，生

态创新的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创新预见性、创新

活动性质、创新驱动因素和社会成本等均显示出较

大的差异性，具有双重外部性（研发溢出及环境正

外部性）[3]、目标二元性（追求经济与环境双赢）[4]

等特征。从我国现阶段来看，由于大部分企业片面

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生态创新绩效不容乐观。近

年来我国对于生态文明问题日益重视，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千年大计。因此，

生态创新是国家、产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载

体和基本路径，深入探究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框架

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生态创新的文献后可以发

现，国内外对于生态创新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为

了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企业生态创新驱动的相关研究

成果，笔者以“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

“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可持续创

新”（sustainable innovation）、“环境技术创新”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innovation）、“环保创

新”（environmental innovation）、环保战略

（environmental strategy）等为关键词在Elsevier、
CNKI等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搜索。经过对现有研究

的系统梳理后发现，目前，学者们关于企业生态创

新的定义、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子等已经取得丰

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企业生态创新存在多种不同

的类型，且生态创新过程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其

创新驱动机制相对而言较为复杂。基于此，本文首

先从多个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

机制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比较，然后对企业生态创

新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驱动因子进行系统梳理，

最后，对现有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进行了述评及未来展望。通过本文的文献梳理与展

望，希望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如何分析企

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哪些因子驱动了企业生态创

新？不同类型的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子分别是什

么？驱动因子对企业生态创新真正作用在哪个过程

阶段？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未来的研究方向是

什么？本文关于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的综述

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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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的综述框架

 

二、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

（一）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理论基础

相较于传统技术创新，生态创新具有复杂性，

且相关驱动因子较多。因此，深入探究企业生态创

新驱动机制需要基于多学科、多视角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对于生态创新驱动的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和

管理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基于创新经济学、环境经

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管理者决

策等视角。鉴于此，本文首先从五个不同的学科或

理论视角对现有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进行梳理。

1. 创新经济学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受需

求拉动和技术推动共同作用。生态创新虽有别于传

统创新，但Magnusson[5]、Foster和Green[6]的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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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传统的创新管理理论有益于理解和发展生态

创新。一般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累积将

导致下一步创新的成功，即“创新培育创新”。

Horbach[7]运用德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技术

能力的增加对生态创新有明显的驱动作用；Mazzanti
等[8]、Ziegler等[9]、Rennings等[10]也实证揭示了加大

R&D投入有利于生态创新。此外，一般创新理论

还将消费需求视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外生因素，

认为市场需求对其有导向和激励作用，即“需求引

致创新”。例如，Olso[11]发现，潜在的经济回报是

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首要推动力，而潜在经济回报

可以通过增加消费者需求而实现。实证研究方面，

Lin等[12]研究表明市场需求与企业生态创新呈正相

关关系；Kammere[13]和Kesidou等[14]则发现生态创新

的成果需增加顾客收益才能更好地刺激消费者需

求，进而从需求侧驱动企业生态创新。当然，生态

创新有别于传统创新。由于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

效应”，实行生态创新通常要求企业把外部成本内

部化，那么单纯地依靠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是不够

的，还应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以促进企业向生态创新

转变。于是，就有学者主张将一般创新理论进行适

当地扩展，把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在分析

框架上，Horbach[7]、Liddle等[15]整合了一般创新理论

的相关观点，提出技术供给方的推力、需求方的拉

力以及制度牵引力共同构成了生态创新的驱动力。

2. 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

从微观层面剖析各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

的影响。在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的驱动作用方面，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而且还会增加企业未来投资的不确定

性，从而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地，

Porter和Linde[16]却提出“双赢”观点，认为恰当的

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生态创新行为，能带来生态收

益及一系列竞争优势，从而增加企业竞争力。新古

典经济学与波特假说强烈的分歧引发了大量关于环

境规制与生态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国

内外研究文献证实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驱

动作用，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生态

创新的驱动作用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如

表1所示。因此，学者们尝试从各种不同维度对环

境规制工具进行区分，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

生态创新行为间的关系。一方面，部分研究将环境

规制工具分为不同类型，并考查其在不同情境与市

场环境下对生态创新的驱动效果。例如，李怡娜和

叶飞[17]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强制型的环境规制对企

业生态创新行为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而激励型的

环境规制的影响则不显著。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

聚焦于环境规制强度在驱动生态创新过程中的作

用，Nelson等[18]、Popp[19]等的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

制强度越大，其对生态创新产生的驱动效果越大。

此外，着眼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研究，也得出

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结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

者们通过区分不同生态创新类型来考查环境规制对

于生态创新的驱动效应，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于

生态产品创新、生态过程创新、生态管理创新具有

不同的作用。鉴于此，近期的研究开始转向关注环

境规制设计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发

现，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灵活性是激励企业生态创新

行为的两个重要政策特征。

表 1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的实证研究

作者 数据 方法 研究观点

Jaffe和Palmer[20] 美国1973~1991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
简化形式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环境
合规支出；生态创新代理变量：R&D总支

出、成功申请专利数

环境规制与专利数量无关，但是发现更
高环境规制强度导致更高R&D支出

Brunnermeier和
Cohen[21] 美国1983~1992年146家制造企业面板数据

简化形式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污染
治理支出和政府监督活动；生态创新代理

变量：成功申请环境专利数
环境规制对环境专利存在微弱驱动效应

Frondel等[22] OECD7国的企业层面数据
多项Logit回归模型。ERS和生态创新均采

用问卷调查数据
ERS是诱使末端处理技术最重要的因素

Johnstone等[23] 全世界1975~2007年的国家面板数据
回归分析。环境规制：李克特量表数据；

生态创新代理变量：专利数
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生很大的激励

Nelson等[18] 美国1969~1983年44家电力公司数据
三方程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每千瓦
的空气污染成本和总控制成本；被解释变

量：排放水平
环境规制强度影响了排放水平

Popp[19] 美国1972~1997年186家企业专利数据
对比分析方法。生态创新代理变量：

SO2的去除率和专利
SO2排污权交易提高了脱硫效率

Arimura等[24] OECD7国的4 000家制造企业数据
二元概率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可感
知到的环境政策的严格；生态创新代理变

量：环境研发投入

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研发投入有显著
影响

· 70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2 卷



3.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常被学术界作为研究企业生

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理论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表

明，企业生态创新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与竞争对

手、供应商、分销商、高校、金融机构、客户、社

区公众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卓有成效的协调与

合作，以提高外部整合能力。在此理论背景下，企

业生态创新行为被看成是其在对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影响进行综合考量后所作出的行动。企业能否与其

他企业较好地合作、利益相关者的绿色诉求和压

力、消费者需求是驱动企业生态创新的三个关键要

素。首先，企业间的合作越频繁，上下游企业间的

合作越高效，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生态创新。在实证

上，Mazzanti[8]基于意大利制造企业数据研究较好

地支持了此观点。其次，经整理相关文献后可知，

利益相关者的绿色诉求与压力主要包括规制合法性

压力、竞争企业环保导向及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的绿

色诉求和舆论压力。政府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之

一，来自于政府环保导向所带来的规制合法性压力

与企业生态创新呈倒U型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

规制合法性压力越大，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激励

越显著[34]；在竞争过程中，大部分企业会趋向于效

仿其网络中其他领先成员，因此，竞争企业环保导

向所带来的模仿压力将促使本企业进行生态创新；

而公众和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将作用于产

品形象并影响企业预期目标的实现，从而进一步提

高企业生态创新的积极性，Clark[35]、Triguero等[36]、

Klewitz和Hansen[37]论证了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员

工、社区居民和行业协会）的压力影响企业环境意

识从而驱动企业开展生态创新。再次，生态创新的

产品能否被市场所接受是企业经营目标能否实现的

最直接的衡量因素，因此，消费者需求是企业进行

生态创新的动力源泉。Horbach[7]、Popp[38]的研究均

支持了此观点。

4. 战略管理理论

基于战略管理理论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研究则

侧重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如关键资源、内部组织

能力、企业目标、管理者社会责任等因素对实施生

态创新战略的驱动效应。企业内部资源是其进行生

态创新的基础，这些资源涵盖企业所特有的资产和

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要素，如知识储备、科研资

源、组织模式和制造技术等；Buysee和Verbeke[39]

的研究证明了企业若要转向更高水平的主动型环境

行为，需要与之匹配的资源。自然资源基础观认

为，资源本身并不能给企业组织带来经济利益，企

业还必须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即组织建造、整合

及重构原有资源，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并获取竞争

优势的能力。Cai和Zhou[40]的研究发现企业资源整

合能力在驱动因子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驱动过程

中具有中介效应。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在区分生态产

品创新和生态过程创新的基础上，研究企业内部组

织能力，特别是EMS（环境管理系统）对企业生态

创新的触发机理。许多学者认为EMS，如ISO14001
或者EMAS（环境管理和审计计划）通过直接授权

 

表1(续表)

作者 数据 方法 研究观点

Berman和Bui[25] 美国1979~1992加利福尼亚州炼油厂数据
回归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污染治理

支出；生态创新代理变量：TFP
环境规制严格程度增强，全要素生产率

上升

Kneller[26] 英国2000~2006年制造业数据
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污染治理成本；生态

创新代理变量：环境R&D 环境规制导致环境R&D的增加

Arduini 和
Cesaroni[27] 美国和欧洲化学工业1993~1997年数据 文献调研、专利分析、案例分析 环境规制正向诱导生态创新

Rubashkina等[28] 欧洲17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
面板回归模型。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污染
治理支出；生态创新代理变量：R&D总支

出和专利申请数

环境规制正向影响专利申请数，但是未
正向影响R&D总支出

王锋正和郭晓川[29] 中国2000~2013年30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
面板回归模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强度
指数；绿色工艺创新：技术改造经费投入

与工业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正向影响

李斌、彭星和
陈柱华[30] 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

系统GMM方法。环境规制：工业污染治
理项目完成投资额；创新代理变量：环境

有关的专利申请数量
呈现“U”型关系

沈能和刘凤朝[31] 中国1992~2009年面板数据
门槛面板模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评价
指数；创新产出：发明专利授权量，创新

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数
呈现“U”型关系

蒋伏心、王竹君和
白俊红[32] 江苏2004~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

两步GMM法。环境规制：污染规制强度
指数；创新代理变量：研发投入

呈现“U”型关系

任胜钢等[33] 中国2008~2013年30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
面板回归模型。环境规制：用不同环境规
制强度测度三种环境规制类型；生态效

率：DEA效率值
呈现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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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环境目标和管理结构、诱导组织学习并且

提供重要的环境信息从而有利于生态创新的导入。

在实证方面，Ziegler等 [9 ]、Wagner [41 ]、Rehfeld
等[10]、Rennings[42]等人研究指出采用EMS对企业生

态创新有正向的促进效果。此外，Mothe和Nguyen-
Thi[43]研究还表明，企业的持续性资源及能力积累

对企业生态创新是尤为关键的。

5. 决策领域

决策领域的学者则关注于企业高管团队在企业

决策中的关键角色，认为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产生

很大程度上受管理者意识和管理者参与的影响[44]。

管理者意识包括环保风险意识与环保收益意识，一

方面，管理者的环保风险意识表明管理者已认识到

企业生产经营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基于

社会责任感进行企业生态创新；另一方面，管理者

对于企业生态创新所带来的潜在未来收益的认知，

可能会基于利益最大化动机驱动企业生态创新，因

此，企业绿色行为及战略的选择取决于管理者将环

境问题理解为机会还是威胁[45]。Kagan[46]将企业家

对环境的态度分为五种类型：环境落伍者、不愿意

执行者、愿意执行者、环境战略家和真正的环境信

徒。这五种类型的企业家的环境意识是依次递增

的，在同一制度压力和内部资源能力的情境下，管

理者应对环境问题的主动性越高，其内化外部成本

的动力就越强，通过循序渐进的管理者参与，如对

员工进行培训、建立专门的维护制度等，提高企业

生态创新整合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

产生。在实证方面，Cordano和Frieze[47]、卞雅莉[48]

的研究表明，管理者对于污染减少的个人偏好与管

理者的环境关切将促进企业生态创新行为；在此基

础上，一些研究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管理者意识与

管理者参与进行综合分析，构成以企业管理者的生态

创新行为意图为中介变量的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

利益相关者压力驱动企业生态创新的分析框架。

除了以上五个主要研究视角之外，部分研究还

基于企业自身特征角度探讨企业规模、年龄及所处

行业的特点等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影响。企业规

模越大，一方面，意味着其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

就越容易产生生态创新行为[49]；另一方面，规模越

大的企业往往知名度与曝光率越高，其多方利益相

关者所带来的压力越大，越有可能刺激生态创新行

为的产生。Rennings[42]在分析德国588家制造企业

后得出企业规模与生态产品创新正相关的结论，与

此同时，还发现年轻的企业及有较好内部知识基础

的成熟企业更容易进行生态创新。此外，企业所处

的行业特征也影响着企业的生态创新行为，与普通企

业相比，高污染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生态创新。

基于上述多个学科及理论视角的生态创新驱动

因素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各个理论视角

对于企业生态创新驱动因素的分析虽各有侧重，但

在本质上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为方便更直观地

进行比较与分析，本文从五种不同理论视角对企业

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进行了归纳，如表2所示。

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目前关于企业

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查各驱动因

素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各驱

动因素之间作用于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交互效应、

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因此，在生态创新驱动机

制未来的研究中囊括更多变量及更为全面的机理分

析将有助于完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理论框架。
 

表 2    五种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比较
 

理论视角 分析层面 研究侧重 研究方法 未来研究方向

创新经济学 组织 技术进步、需求因素、规制因素 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主 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后的理论分析框架

环境经济学 产业、组织 环境规制 以定量研究为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类型生态创新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 产业、组织 利益相关者 以定性研究为主 如何通过利益相关者驱动企业持续性生态创新

战略管理理论 组织 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 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主 生态创新战略实施过程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的作用

决策领域 组织 管理者意识、管理者参与 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主 管理者决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机理

 

（二）不同驱动因子影响不同类型的生态创新行为

近年来，为了获得更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结论，

学者们进一步识别不同类型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驱

动因子。例如，Cai和Zhou[40]将企业生态创新驱动

因子划分为内部及外部两个维度，研究表明，来源

于环境规制、消费者绿色需求及竞争者的外部压力

通过内部驱动因子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Rennings[3]将生态创新划分为生态产品创新和生态

工艺创新两个维度；Clayton等[50]将生态创新行为分

为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

以及生产与消费整体系统的创新。因此，结合现有研

究，本文将依照生态产品与服务创新、生态过程创新

及生态管理创新三种不同类型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

因子进行归纳。其中，生态产品创新主要是指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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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生态化改进、开发新的生态产品与产品服务

的创新；生态过程创新主要包括生态材料、生态工艺、

生态设备、绿色回收处理、生态包装等生态环境技

术的创新；生态管理创新包括制定生态企业管理机

制、生态成本管理创新、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建立

生态营销机制、建立生态网络化供应链、建立环境

评价与管理系统等组织管理方面的生态化创新。

1. 企业生态产品创新

Rennings[51]、Horbach等[52]研究发现，企业生态

产品创新主要是由顾客需求与市场竞争等市场因素

推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顾客需求、竞争者环

保导向、客户环保导向、高管环保风险意识与收益

意识以及扩大市场份额动机均对生态产品创新产生

影响[53]，生态产品服务的创新则主要受EMS、公共

基金、环境规制、政府税制、企业间合作等因素驱

动。一些实证分析将不同资源依赖程度的企业进行

区分，发现在资源型企业中，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虽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客户、供应商、大学、研究

机构等提供的各方面外部网络支撑对生态产品创新

表现出的刺激更为强烈[54]。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

现，驱动因子并不完全都直接作用于企业生态创新

行为，变量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

应。例如，王炳成[55]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了顾客

收益、知识产权通过中介变量市场因子来间接影响

企业生态产品创新。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渐

扩大，学者们探索出越来越多生态产品创新的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供应链的整合维度（包括供应商

整合、客户整合、内部整合）[56]、公司规模、R&D
投入、EMS以及企业生态创新能力等，都会正向驱

动企业生态产品创新，而经济的不稳定性、技术的

不确定性、需求的不确定性等风险性因素则会对企

业生态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2. 企业生态过程创新

Rennings[42]认为，企业生态过程创新更多地是

由环境规制驱动；Zeng[57]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政

府奖励、补贴等激励型环境规制措施对污染密集型

企业的生态工艺、污染防治等生态过程创新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Horbach等[52]经实证

后发现，有利于减排的生态过程创新主要受政府规

制的驱动，而有利于节能的生态过程创新主要受企

业成本驱动。从企业特征来看，企业所有权性质

（国有、集体与私营）、企业规模与生态过程创新

的开展存在着一定相关关系，国有企业更多地进行

减排政策，规模越大的企业通常也会进行更多的生

态过程创新[58]。消费者需求作为生态创新的一个动

力源泉，不仅对企业生态产品创新有着驱动作用，

在提高物料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浪费、危险物质

使用等方面的生态过程创新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利益相关者相关因素来看，竞争者环保导向、高

管环保风险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企业生态过

程创新[59~60]。不同于企业生态产品创新，需求与技

术的不确定性虽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生态过程创新，

但外部网络支撑对企业生态过程创新的刺激强度

更大。

企业生态过程创新可细分为绿色生产和末端治

理。通过归纳现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消费者压

力、股东压力、R&D投入、经济风险与不确定

性、企业技术能力直接影响绿色生产，而末端治理

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环境规制、消费者需求、

ISO14001、企业技术能力、R&D投入、企业人力

与物质资本、能源材料价格、高管环保风险意识、

企业设备年限、经济风险与不确定性等[61~63]。

3. 企业生态管理创新

与生态产品创新和生态过程创新相比，生态管

理创新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与特定企业条件

的结合更加紧密，对组织全局性的影响也更大，是

一项高风险的系统工程[63]。因此，创新的高风险也

导致了创新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生态管理创新有着

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供给

侧影响、公司规模、市场机会与市场份额提升的可

能性、竞争企业环保导向是驱动企业生态管理创新

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公众舆论压力、高管环保

意识、紧密的组织间联系将刺激企业在管理上采用

生态创新战略，与供应商的环境合作、消费者需

求、管理者承诺将促使企业进行绿色采购。

（三）不同驱动因子影响不同的生态创新阶段

企业生态创新包括创新过程与创新扩散两阶

段。生态产品创新、生态过程创新、生态管理创新

的形成均是企业生态创新的创新阶段，而规范、完

善的生态创新扩散阶段则是实现企业生态创新阶段

成果与价值的关键。曹柬等[64]研究发现，制造企业

进行生态产品创新的主要动力源于生态产品总体收

益更高化的意愿，而尽可能避免过多竞争企业参与

生态创新产品的扩散阶段将有力促使这一意愿的实

现，从而驱动企业生态创新。诸多国外学者如

Battisti和Stoneman[65]、Kaivan[66]等通过大量研究，

认为目前许多生态创新行为的扩散阶段存在明显的

低效率现象，扩散规模较小且速度较为缓慢。因

此，我们在研究中有必要将生态创新的不同阶段进

行区分，从而更加明确不同创新驱动因子对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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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同阶段的驱动作用，为实际应用中的精准驱

动奠定理论基础。

许多驱动因子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创新过程与创

新扩散两阶段都存在一定影响。影响企业生态创新

的创新阶段与扩散阶段的驱动因子可分为技术特

性、社会压力、企业素质和组织环境四个方面[67]，

其中，环境规制及规制强度、政府经济刺激手段、

政府补贴、市场拉动、利益相关者压力、管理者承

诺、企业规模、EMS、R&D投入、企业技术能力

等因子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两阶段均存在驱动作用。

1. 企业生态创新的创新阶段

与外部伙伴的良好合作、企业成本压力、环境

专家与产品开发人员的有效对接、EMAS/ISO9001
是企业生态创新过程阶段重要的驱动因子。不同的

是，企业年龄对企业生态产品或过程创新的创新阶

段的影响呈“U”型分布，意味着企业越年轻，其

创新的主动性越强，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其创新

动力会逐步下降，但伴随着的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

及平台的扩大，企业进行生态创新的难度会逐渐下

降，企业实行生态创新行为的可能性将逐步提高。

2. 企业生态创新的扩散阶段

扩散被定义为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信息沟通的

过程，因而需要一定的媒介才能完成。技术人员、

政府机构、中介机构、科研机构等作为企业生态创

新扩散阶段的主要媒介均对创新扩散效率存在显著

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驱动企业生态创新扩散阶

段的外部环境主要分为绿色法规环境、绿色经济环

境、绿色金融环境和绿色人文环境四类[68]，消费者

需求与企业低成本能源诉求是企业生态创新扩散阶

段的直接动力，而排污权交易、税收优惠及专利授

权等规制方式能够进一步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

益，同时降低创新风险[69]，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

业生态产品的扩散。另一方面，针对影响企业生态

创新扩散的内部因素分析，学者们主张企业的社会

责任是驱动企业生态创新扩散的主要因素。除了以

上静态的研究分析之外，系统动力学方法被广泛用

于研究企业生态创新扩散长期驱动力，李昆等[70~72]

研究指出，在企业群落系统中，从事清洁生产的企

业及具有生态需求的客户数量越多、密度越大，企

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扩散动力越强。

三、研究评述及展望

综合我国现有国情，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驱动企业生态创新是十分必要和紧迫

的。由于企业生态创新同时受企业特征、外部环境

和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且企业面对生态创新的态

度及环境战略的选择也会受到企业管理者决策的作

用，因此，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研究作为可持续

发展这个全球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应该基于多学科

的理论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企

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以上多个理

论视角的综述和对不同创新类型、创新阶段驱动因

子的归纳，我们可以得出，未来企业生态创新驱动

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向：

1. 不同类型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可能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关注非环境敏感型行业生态创新行

为的驱动力，有助于丰富生态创新的研究内涵，为

制定有针对性的行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现有研究

更多地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或侧重于个别变量的

影响计量，没有基于特定的理论范式凝炼驱动要

素，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因

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不同国家、行业、企业特征

的差异来选择切入点，使研究更为具体化，更富有

借鉴意义。

2. 目前企业生态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方法基本

都假设各观察对象（个体）是相互独立的，而大量

的经验事实提示我们，在企业生态创新选择中，同

一行业的生态创新选择阶段会较不同行业的生态创

新选择更相似，即观察对象并不独立。个体与行业

具有嵌套关系，其中个体层次的数据是嵌套在行业

层次之中的，所以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研究个体和行业属性对企业

生态创新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3. 现有关于企业生态创新扩散阶段驱动因子的

探讨，学界大多侧重于关注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且

集中研究在制造业。但是，对于企业生态产品创新

扩散阶段的驱动因子的关注明显不足，且对于企业

生态管理创新扩散的驱动问题更是少之又少。未来

研究应该致力于考查企业生态管理创新扩散的驱动

机制，以便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组织生产，并通过

生态创新行为来提升企业的经济和环境绩效。

4. 在对企业生态创新驱动因素的探讨上，现有

研究成果更多地按照经验判断、直观认识和推理的

方法，忽略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形成和积累的基本过

程，其影响路径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5.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生态创新驱动因子的研究

十分丰富，但大部分文章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行业背

景或数据而得出的结论，其结论未必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因此，开展本土化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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